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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不当得利
第三人返还条款立法取舍

以刑事追赃视角切入

杜 志 勇

(厦门大学 法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我国《民法典合同编(草案)》第771条规定不当得利第三人返还条款,当第三人有偿

时,不区分主观善意或恶意第三人就可取得利益,如此立法值得商榷。一方面,当刑事追赃涉及第

三人利益需要民事手段补充救济时,该条款造成民、刑两大部门法相冲突。另一方面,该条款移植

与我国不采物权行为理论立场相冲突。比较法上不当得利第三人返还条款有两类三种不同立法

例,以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民法典为代表,规定第三人有偿时,但主观属恶意的,仍需承担返还责

任,以此与善意取得制度衔接。我国民法典借鉴上述规定,有利于实现规范与理论自洽,内部与外

部体系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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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rticle771ofChina’sCivilContractCodeDraftstipulatestheclauseof
thereturnofthird-partybenefits.Whenthethirdpartyispaid,theinterestscanbe
obtainedwithoutdistinguishingsubjectivegoodwillormalice,whichisamajor
defect.Ontheonehand,whenthecriminalbooty-recoverypursuitinvolvesthird-
partyinterestsandrequirescivilmeanstosupplementrelief,theclausecauses
conflictsbetweenthecivilandcriminaldepartments.Ontheotherhand,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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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rtheresponsibilityforreturn.Inthisway,itisconnectedwiththesystemof
goodfaithacquisition.Drawingontheaboveprovisions,ournationalCivilCode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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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不当得利第三人返还条款,指得利人(受益

人)将所获利益转让给第三人时,如何处理该利益

返还规则的条款。我国《民法典合同编(草案)》
(以下简称《合同编草案》)第771条规定,得利人

已经将获得的利益无偿转让给第三人的,受损失

的人可以请求第三人在相应范围内承担返还责

任。条文内容上与《德国民法典》等类同,但对其

作反面解释,当第三人有偿时,不区分主观善意或

恶意,就可获得不当利益。该立法例表面上看似

乎并无问题,但在刑事追赃涉及第三人利益且需

要民事救济作为补充时,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已明

确第三人有偿的,但主观属恶意的仍需要承担责

任,这与我国《合同编草案》规定明显冲突。此外,
比较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立法例,该条款内容也并

非定式,《智利民法典》《巴西新民法典》等就规定,
在第三人有偿时,主观为恶意的亦要承担责任。
由此,不当得利第三人返还条款如何规定,不仅会

关系到民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规范协调,也会

关系到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分配。我国当前《合同

编草案》如此规定是否得当,其理论基础如何,学
界讨论尚少。本文通过刑事追赃涉及第三人利益

视角切入,辨析域外不同立法例,探索该条款理论

之所在,以期未来民法典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作出

妥当选择。
鉴于该条款与刑事追赃法律规范相联系,在

此引入与之相关的两个民刑交叉案例作以对比。
案例一: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4民终

2160号民事判决书:“现通过刑事诉讼程序矿业

公司尚未追回被骗取款项的全部,因而选择使用

民事诉讼的方法,以达到追回失款的目的,但该方

法的采用需在并不影响他人合法利益的情况下,
才能得到支持。”该案例中被害人通过刑事追赃程

序没有全部追回其损失时,对第三人另行提出不

当得利之诉,得到法院准予,但法院最终认定善意

第三人从犯罪人手中所获得“赃款”,是基于债务

清偿,属于善意,并非不当获利。案例二:无锡市

惠山区人民法院(2017)苏0206执异36号执行裁

定书:“在追赃过程中,只要是犯罪行为的产物,其
性质并不因赃款赃物的物理属性、表现形式发生

改变而消失……”该案例中法院坚持“一追到底”
的追赃理念,只要是赃物、赃款,不管流转到哪里,

第三人获得的赃款都属不当得利,必须返还。上

述两个刑事追赃案例虽然都涉及到不当得利问

题,但判决结果迥然不同,这与现行民事法律规范

中不当得利第三人返还条例缺失不无关系。《合
同编草案》对此予以规定,填补了立法空白,妥当

性下文将详细探讨。

二、不当得利第三人返还条款与刑

事追赃涉及第三人利益的关系

  1.不当得利第三人返还条款与刑事追赃涉

及第三人利益的理论关系

不当得利与刑事财产类犯罪之间的关系,刑
法学界学者阐述较多,但观点不尽相同。不当得

利第三人返还条款与刑事追赃涉及第三人利益之

间的关系建立在上述关系之上,欲言后者必先论

证前者。有学者认为,不当得利与财产犯罪不是

对立关系,而是交叉关系(部分场合为特殊关系),
即凡是符合财产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就成立财

产犯罪,而不必追问该行为在民法上是否属于不

当得利[1];也有学者认为,在一种行为实属于民法

上的不当得利时不成立财产犯罪[2];上述两种观

点均认为刑事财产类犯罪与不当得利是非此即彼

的关系,两者没有直接联系。但事实上,不当得利

与财产类犯罪之间关系,及不当得利第三人返还

条款与刑事追赃涉及第三人利益之间关系,是一

个民刑交叉问题,并非绝对对立。一方面,不当得

利与财产类犯罪所指向的关系都是财产关系,产
生的前提都是“无合法原因”,因而在当事人行为

性质认定上容易出现交叉。另一方面,在责任承

担关系上,不当得利与刑事财产类犯罪之间属于

责任聚合,不同法律部门之间的责任可以同时并

存。因此,民事不当得利制度与刑事财产类犯罪

之间存在密切 联 系。奥 地 利 法 实 证 主 义 学 者

HansKelsen就认为,刑事制裁与民事制裁之间

的区别,并不具有绝对的区分,仅具有相对的差

别[3]。这种“相对的差别”是指刑法与民法在制裁

目的上具有相对性,而不是绝对的实质的差异。
基于此,不当得利第三人返还条款与刑事追

赃涉及第三人利益之间也存在密切联系,当刑事

追赃救济手段不足时,当事人可以选择民事手段

救济,通过不当得利制度维护自身权益。其一,刑
事财产类案件在处理罪与非罪问题之余,还要处

理案件所涉及的财产关系。赃物追缴和返还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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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涉及到一般财产关系处理,契约精神是民法与

刑法的共有精髓,实现法律的效益价值是契约精

神的内在要求,包括经济效益[4],若割裂刑民关

系,就难以达到刑法和民法所共同追求的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其二,仅用刑事附带民事程序,难
以解决所有财产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1条,因人

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

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

民事诉讼。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当财产没有

遭受破坏,而是被倒卖或还债时,并不能单独提起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只能通过刑事案件一并审理。
由此可见,刑事方法处理当事人财产纠纷手段有

限,必要时可以运用民事救济补充,上引案例一的

裁判结果即是例证。其三,民事手段作为刑事追

赃补充救济途径,并不属于重复诉讼。重复诉讼

是指后诉中一个要件(主体或客体)与前诉系属中

的要件具有同一性。在刑事诉讼救济不足时,也
即赃款未全部追回时,受害人可以继续诉求法院

追回,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诉讼主体、诉讼标的

并不相同,不属于重复诉讼。综上,不当得利制度

与刑事财产类犯罪之间并非毫无交叉,民事不当

得利制度作为刑事追赃补充救济手段时,可以更

全面保护当事人权益。

2.不当得利第三人返还条款与刑事追赃涉

及第三人利益的规范关系

刑事追赃涉及第三人利益时如何处理,我国

刑法学界也经过了长期的摸索,从坚持刑事优先

于民事,贯彻“一追到底”的司法理念(案例二),到
引入民事善意取得制度理念,适用不当得利制度

规范,经历了漫长的过程。1992年8月26日,最
高人民法院针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的请示,作出了《关于对诈骗后抵债的赃款能否判

决追缴问题的电话答复》,赃款赃物的追缴并不限

于犯罪分子本人,对犯罪分子转移、隐匿、抵债的,
均应顺着赃款赃物的流向,一追到底。但在1996
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

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和2011年4月

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

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转

变态度,对行为人已将诈骗财物用于清偿债务、转
让给他人或者其他经济活动的情形作出了例外规

定。2014年1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

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对赃物涉及到

第三人时,根据第三人是否符合善意、有偿等条

件,判断财物归属。由此,在刑事追赃涉及到第三

人利益时,要视不同情形确定是否予以追回,主要

是第三人取得是否符合善意和有偿等要件,与民

法上善意取得制度核心要件基本吻合。
根据上文所述,当被害人通过刑事诉讼不能

从第三人处追回“赃物”时,他还可以提起民事不

当得利诉讼救济其权利。在此种情形下,被害人

通过民事不当得利诉讼向第三人主张权利,第三

人当然享有抗辩权。《合同编草案》第771条规定

对此反面解释,只要第三人有偿获得利益,就不必

承担责任。第三人只要能够主张是有偿获得,即
可对抗被害人主张。此时,第三人享有抗辩权的

构成要件只有一个即“有偿”,但根据上述刑事司

法解释规定,第三人享有抗辩权的构成要件明显

更为严格,还要求第三人必须“善意”。刑事追赃

涉及第三人利益司法解释规定与民事不当得利第

三人返还条款相比,后者明显更倾向于保护第三

人利益,只要第三人有偿,不管主观上是善意还是

恶意都可以获得保护。刑事追赃涉及第三人利益

条款与不当得利第三人返还条款联系密切,都基

于类似的财产关系基础,但规范适用的结果却不

相同。法的安定性落脚点是基于平等原则的要

求,在司法中应该坚持“同案同判,类案类判”,相
同的案件事实在法律上应予相同处置的命令[5]。
刑事追赃涉及第三人利益时,第三人是否可以取

得财产,其以民法上善意取得制度为判断标准,这
是刑法学界借鉴民事制度的结果。但《合同编草

案》规定不当得利第三人返还条款是民法典内部

条款,却未与善意取得制度相契合,这就造成该条

款在部门法外部、内部都与其他相关规范冲突。

三、不当得利第三人返还

条款比较法评析

  1.不当得利第三人返还条款不同立法例

(1)《德国民法典》等不当得利第三人返还条

款相关规定

《德国民法典》第822条规定,受益人将所取

得的利益无偿地给予第三人的,以受益人返还得

利的义务因此而被排除为限,该第三人负有返还

义务,恰如其无法律上的原因而从债权人处取得

被给予的利益一样。该条款即不当得利第三人返

还条款,与同法第818条第3款相对应,“以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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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再得利为限,返还义务或价额补偿义务被排

除”。不当得利受益人为善意时,应当返还现存利

益,现存利益也即是所受既存利益,包括原受益本

身及本于该利益更有所取得者。当善意受益人将

所获利益无偿让与第三人时,其自身并未获益,根
据第818条第3款规定,不需要向受损人承担责

任,但此时受损人得不到救济,难谓公平,故第三

人应当承担返还责任。当受益人为恶意时,其要

返还全部所获利益,不存在免责情形,也就没有适

用第822条的可能。
我国台湾地区所谓“民法”直接借鉴《德国民

法典》,第183条规定,不当得利之受领人,以其所

受者,无偿让与第三人,而受领人因此免返还义务

者,第三人于其所免返还义务之限度内,负返还责

任。该条款与同法第182条第1款相对应,“不当

得利之受领人,不知无法律上之原因,而其所受之

利益不存在者,免负返还或偿还价额之责任”。上

述立法理由,可见《大清民律草案》第944条立法

理由,“不当得利之请求权,以原则论,仅对人之效

力,只能对于受领人主张之。故不当得利之受领

人,以其所受利益之全部或一部分,让与第三人,
而不索报偿时,受领人得免返还义务之全部或一

部分,第三人亦无返还之责。若如此,不足以保护

债权人,故本法以第三人为无直接法律上原因而

有债务人受利益之人,仍使其负返还之责,以保护

债权人之利益”[6]。由此可见,不当得利第三人返

还条款是突破债权相对性的例外规定,在于妥当

处理受损人、受益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但
适用范围仅限于受益人善意且无偿转让的情形。
当第三人从受益人手中有偿获得“不当利益”时,
根据上述条款不用承担返还责任,立法文本上不

区分第三人取得是否善意或恶意。
(2)《智利民法典》《巴西新民法典》不当得利

第三人返还条款相关规定

我国民事立法历来受大陆法系国家影响,特
别是《德国民法典》影响,但在当前开放式立法中,
参照大陆法系德国以外国家的立法例,特别是拉

丁美洲一些国家的民法典,也可为我国立法提供

参考。通过准立法的继受和学说的继受,当代中

国法已改变了专门借鉴德国法的做法,开始注意

拉丁法族的合理因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

第二次继受大陆法系[7]。拉丁美洲法是大陆法系

或者说是罗马法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拉丁美

洲民法法典化运动从1823年开始到1916年完

成,和西欧的民法典编纂运动是同步进行的,是

19世纪人类法典编纂运动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

成部分。《智利民法典》《巴西新民法典》作为拉丁

美洲民法典代表,很多条文设计都具有独立性和

原创性,这对我国民法典编纂以博采众长具有重

要意义。
《智利民法典》第2303条规定,清偿并不负欠

之债务的人,不得追索善意第三人以有偿名义取

得占有的物。该条文并未规定在不当得利一章

中,而是规定在错债清偿制度中,以发挥不当得利

制度功能。在不当得利第三人返还条款中除规定

受赠第三人要承担返还责任外,还规定善意的有

偿的第三人才可以获得占有物,第三人主观状态

是第三人是否承担返还责任的重要考量因素。

2002年《巴西新民法典》虽然受到大陆法系很大

影响,但其编纂者密切关注欧洲大陆私法思想最

新的发展和演变,第879条规定,“不当地收受了

一个不动产,诚信且有偿地转让了它的人,仅在他

收受价金的范围内负责;但如他恶信行事,除了应

返还不动产的价值外,还应对损失和损害承担责

任。如不动产无偿被转让,或虽有偿转让但次取

得人恶信行事,因错误进行偿付的人有权请求返

还”。该法典在不当得利第三人返还条款中不仅

规定无偿第三人要承担返还责任,有偿的恶意的

第三人也要承担返还责任。
(3)《法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不予规定不

当得利第三人返还条款

在上述大陆法系部分国家立法规定不当得利

第三人返还条款外,还有其他民法典不规定不当

得利第三人返还条款。罗马法中尚无统一的不当

得利请求权,相对于现代不当得利制度的罗马法

渊源有两类:一为请求返还之诉(condictio),二为

转化物之诉(actiodeinremverso)。1804年《法
国民法典》受罗马法较大影响未专设不当得利制

度一章,适用于不当得利的主要是无因管理和非

债清偿的返还财产诉权,但2016年法国债法改革

在民法典中设立了所谓的“其他债之渊源”单元,
明确规定不当得利制度,但亦未规定不当得利第

三人返还条款[8]。《日本民法典》曾借鉴《法国民

法典》,其条文中也未规定不当得利第三人返还条

款。由此可见,不当得利第三人返还条款在大陆

法系立法中,并非不当得利制度必备条款,其条款

本身涉及到的第三人主观善意还是恶意,不同立

法例也有不同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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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当得利第三人返还条款不同立法例

阐释

不当得利第三人返还条款属于债法范畴,就
要遵循债法的基本原则和理论。在罗马法中注重

保护原所有权人利益,即使财产利益通过受益人

流转到第三人手中,原所有权人也享有追及权。
但近代民法典注重保护交易安全,很多规则都重

视保护第三人利益。不当得利第三人返还条款

中,第三人无偿从受益人手中获得利益时要承担

返还责任,不考虑第三人主观状态,是为保护原所

有权人利益;而在第三人有偿获得时,是否就不需

要承担责任,也不考虑第三人主观状态,各国立

法例并不相同 。在大陆法系视野下,以德国法为

代表的一些国家仅以是否有偿区分第三人是否承

担责任,不考虑第三人的主观状态。第三人只要

有偿时就可以不用返还,其内在的逻辑是第三人

有偿获得利益,受益人就已经获益即受益人保有

现存利益,受 损 人 可 以 通 过 受 益 人 得 到 充 分

保护。
为何如此规定,不考虑第三人善意或恶意,仅

考虑有偿无偿,主要有两点原因:其一,不突破债

权相对性原理。王泽鉴教授就认为,该条款不属

于不当得利,第三人受利益系来自不当得利受领

人,并未导致受损人损害,并不成立不当得利。不

当得利条款主要调整的是受损人与受益人之间的

关系,不当得利第三人返还条款只是上述规则的

一个例外而已,不必深究。其二,《德国民法典》承
认物权行为理论,坚持处分行为抽象性原则,物权

行为无因性也就阻断了基础关系的善意、恶意与

物权取得之间的联系[9]。在物权变动模式上德国

法采纳无因性理论,不当得利制度承担了体系构

建的重要职能,广泛发挥着衡平物权变动、清理合

同效力障碍和规范利益返还等作用,并承认其与

其他请求权的普遍竞合[10]。因此,在物权行为理

论下,不当得利第三人返还条款与无因性相配合,
从而达到理论上和规范上相协调。

然而,与德国民法典规定不同,拉丁美洲一些

国家明确规定第三人有偿时,属于恶意的,仍需要

承担返还责任。这些国家为何如此规定,主要是

基于立法传统,受到《法国民法典》影响,不承认物

权行为理论。《法国民法典》通过《智利民法典》传
到拉丁美洲国家,但后者在许多方面具有原创性

并比同时代的其他任何法典更加完善。《智利民

法典》在规定第三人返还条款时,考虑第三人是否

符合有偿和善意两个要件,将该条款与善意取得

制度相联系。巴西曾经是葡萄牙殖民地,其立法

受到葡萄牙法律很大影响,但葡萄牙法律又深受

《法国民法典》影响。因此,巴西的民法典直接或

间接受到《法国民法典》影响,但2002年《巴西新

民法典》是借鉴《德国民法典》和其他民法典融合

的产物,具有自身的特色,其在规定不当得利第三

人返还条款时,不同于德国法,也要求第三人取得

必须符合善意和有偿两个要件。
不当得利第三人是否可以从受益人手中获得

利益(或财物),其本质是第三人是否可以从无权

处分的受益人手中获得财产,这就与物权行为理

论、善意取得制度密切联系起来。上述不同国家

或地区民法典规定之所以不同,主要原因就在于

其财产取得理论上是否承认物权行为无因性,是
否考虑当事人的主观状态。若承认物权行为,原
因关系和物权变动相分离,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

系,不必考虑当事人在原因关系中的主观状态,若
不承认物权行为,在物权变动中就会考虑到当事

人的主观状态。善意取得制度涉及到三方主体之

间的利益关系,最终财产由何方取得,要符合善意

取得制度构成要件。虽然不当得利第三人返还条

款与善意取得制度不同,但同为处理三方之间关

系,且涉及到最终财产由何方取得,两者关系密

切。《法国民法典》和《日本民法典》不规定不当得

利第三人返还条款,主要是遵循债的相对性原理,
且物权变动采意思主义,不承认物权行为理论。
由此,不当得利第三人返还条款立法取舍,关键是

要与一国民法理论相契合。

3.不当得利第三人返还条款不同立法例对

我国启示

不当得利第三人返还条款如何立法,其法律

效果涉及不当得利功能定位及与其他制度之间协

调重大问题。上文所述,存在两类三种不同立法

例,第一类是在不当得利制度中明确规定不当得

利第三人返还条款,但又区分两种不同立法模式,
第三人在有偿获得时,是否考虑其主观善意或恶

意;第二类是不规定不当得利第三人返还条款。
上述不同立法例都建立在一国民法传统和其基本

理论之上,主要考量因素为:是否恪守债权相对性

原理,是否承认物权行为理论,采取何种物权变动

模式,与善意取得制度关系等。《德国民法典》坚
守债权相对性原理,但例外规定不当得利第三人

返还条款,其目的仍是满足不当得利制度本身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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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采物权行为理论背景下,不当得利第三人获

得利益时不考虑其基础原因关系,也就不考虑第

三人主观状态。该种立法例虽然在理论上是协调

一致的,但过分保护第三人的利益,不利于保护受

损人利益,难谓公平。
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民法典在规定第三人返

还条款时,考虑有偿和善意两个要件,没有固守债

权相对性原理,而是在第三人获得利益时联系物

权法理论。因为不承认物权行为理论,第三人是

否可以获得利益可参照善意取得构成要件,使民

法典内部规范协调一致。该种立法例虽然考虑第

三人主观状态以区别对待,有利于妥当处理当事

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但前提是必须与其民法

典物权变动理论相结合,与善意取得制度相协调,
否则仍会造成体系上和理论上冲突。《法国民法

典》不规定不当得利第三人返还条款,但依据债权

意思主义物权变动规则,在债权相对性原理框架

下,仍可以处理不当得利受损人、受益人与第三人

之间关系。综上,我国民法典编纂过程中,不当得

利第三人返还条款如何立法,不仅要借鉴域外法

经验,还要结合我国民事立法实践和民法基本

理论。

四、我国不当得利第三人返还

条款立法路径选择

  1.当前《合同编草案》第三人返还条款分析

我国《合同编草案》对第三人返还条款规定沿

袭大陆法系国家传统,规定第三人无偿获益时承

担返还责任,但又有不同,删去《德国民法典》中
“无偿让与第三人,而受领人因此免返还义务者”
要件,即无论受益人善意还是恶意,是否会基于不

存在“现存利益”而免责,只要无偿转让其财产于

第三人,那么第三人就要承担责任。在此种情形

下,恶意受益人在无偿转让其利益时,受损人就有

两条途径获得救济,一条是可以向恶意受益人请

求承担赔偿责任;另一条是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

承担第三人返还责任,扩大了对受损人的救济途

径。同时,草案规定第三人在“相应范围内”承担

责任,衡平了第三人与受益人之间的责任分配,也
赋予法官一定裁量权,值得肯定。但是第三人有

偿时,不考虑主观善意或恶意,难谓完善。
首先,我国《合同编草案》规定该条款是沿袭

传统大陆法系国家规定,特别是借鉴《德国民法

典》规定,但德国法上该条款与物权行为无因性相

联系。根据我国学界主流观点,多数学者认为我

国并不承认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11]。如此,我国

不当得利第三人返还条款创设的理论前提就会欠

缺,既然不采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基础关系与物

权关系并未完全分离,理应在不当得利第三人返

还条款中考虑第三人主观状态。
其次,不当得利第三人返还条款突破债权相

对性原理,涉及到第三人关系,与善意取得制度相

联系。不当得利第三人返还条款涉及到第三人利

益,第三人是否承担返还责任本质上是如何取得

财产,自然与物权取得方式相联系,且更接近于善

意取得制度。现代立法倾向于保护第三人利益,
维护交易安全,但保护第三人利益设定的门槛过

低,又会适得其反,对原所有人保护不利。无论动

产、不动产,都需要用善意来调节原权利人与取得

人之间的利益关系[12]。不当得利与善意取得都

作为民法上重要的财产性制度,彼此之间要相互

契合,前者是一项积极的主张性权利,受损人向他

人基于非法律原因取得的利益请求返还,而后者

是一项消极的自我保护的权利,取得人在他人主

张权利时,自身可以基于法律规定要件获得保护。
再次,不考虑第三人善意或恶意,未能在民法

典具体制度中贯彻《民法总则》第7条诚实信用原

则。我国《民法总则》已经明确规定诚实信用原

则,包含主观诚信和客观诚信两个方面,“善意”也
即主观诚信[13]。将诚信原则落实到具体制度中,
就要求在不当得利第三人返还条款中,第三人取

得利益要符合善意要件。
最后,不当得利制度作为一个兜底性制度,在

没有其他法律制度规定利益变动时,都可以依据

该制度进行调整,该制度设定也要与其他部门法

相协调。德国学者 Hedemann认为,不当得利请

求权对于一切不能圆满解决的情势承担调节器的

作用[14]。正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在刑事财产类

犯罪中,特别是在刑事追赃涉及到第三人利益时,
根据最新司法解释,在第三人是善意且有偿取得

时,不再追回“赃物”,可见善意取得制度已经融入

到了刑事规范中。当刑事追赃不能完全追回赃物

时,被害人可以提起民事不当得利之诉,但依《合
同编草案》第三人返还条款规定,第三人只要有偿

获得利益即可免责,无论其是否善意或恶意。第

三人返还条款给予第三人的抗辩权明显比善意取

得制度抗辩权更容易行使,如此,针对同样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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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刑事法律规范与民事法律规范处理结果不

一致,造成法律部门间冲突。
综上,我国《合同编草案》不当得利第三人返

还条款不考虑第三人主观状态的立法模式存在上

述诸多问题,立法者应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和民法

基本理论进行取舍。

2.最佳路径选择:增加“恶意第三人返还责

任”规定

基于我国司法实践和民法基本理论,笔者认

为立法者有两条路径可以选择。最佳方案为:在
《合同编草案》不当得利第三人返还条款基础上增

加,“第三人有偿取得,但属恶意的,亦应承担返还

责任”,修改后为“得利人已经将所获利益无偿转

让给第三人或第三人有偿取得,但属恶意的,亦应

承担返还责任”。如此规定,其一,有利于发挥不

当得利制度裁判规则功能,有利于法官适用法律。
法官不能拒绝裁判,因此只有规范尽可能详尽,才
能有法可依,统一适用法律规范。其二,符合我国

不采物权行为理论立场,也契合善意取得制度核

心构成要件,即有偿和善意,符合立法者特别保护

第三人利益的宗旨。不当得利制度的构造与功能

受与其共处于同一法典的其他民法制度的影响甚

巨,不同规范之间只有彼此协调,才能充分发挥民

法典功能。其三,彰显民法典规范内外体系严谨

性和逻辑性。增加上述条款,民法总则中诚信原

则可贯穿到民法典各分编各项制度之中,同时也

实现民法与其他部门法相协调,民法与这些并身

而立的相关部门法可谓相伴相生、荣辱与共[15]。

3.次优路径选择:不规定第三人返还条款

若上述路径存在困难,我国《合同编草案》可
以不予规定不当得利第三人返还条款。《法国民

法典》《日本民法典》《瑞士民法典》等均无不当得

利第三人返还条款。如此规定,一方面,不违背债

权相对性原理,遵循债法基本原则。不当得利制

度仅调整受损人与受益人之间利益关系,不涉及

第三人关系,受损人与第三人之间关系可由物权

法或民法中其他制度予以调整。另一方面,有利

于平衡当事人之间利益保护和市场交易安全之间

关系,与善意取得制度相协调。在不当得利制度

中不规定第三人返还条款,这就为法律适用提供

了可以解释的空间。在涉及到第三人利益或是财

产返还时,首先会考虑到财产取得的权利基础,是
否符合善意取得等要件。在第三人不符合善意取

得要件时,受损人可以向受益人主张返还不当得

利或向第三人主张返还原物,增加了受损人的救

济途径。但不规定不当得利第三人返还条款存在

一定问题,仅依靠法官自由适用法律,存在法律规

定不明确、法律漏洞、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同案

不同判等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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